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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还是不分享：社会困境视角下知识分享* 

陆欣欣 1  涂乙冬 2 

(1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与人事学院, 北京 100872) (2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知识分享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困境, 个体在组织内部面临着分享知识或不分享知识的博弈。

但是, 目前从社会困境理论分析“知识分享困境”特征、应对策略及解决机理的研究仍然缺乏。针对这一问题, 

从社会困境理论出发, 分析了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同时, 结合社会困境对策的研究, 划分了

应对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战略性对策、结构性对策和动机性对策。在此基础上, 归纳和总结了促进知识分享

的相关实践, 并阐述这些实践促进知识分享的内在机理。最后, 在理论分析和对策总结的基础上, 为未来知识

分享研究提供了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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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对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 是企业生存发展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Pais & dos Santos, 2015; Zhang, Tsui, & Wang, 

2011)。但是 , 由于企业的知识潜存于个体之中 , 

知识分享是知识管理和利用的重要前提(Caimo & 

Lomi, 2015)。同时, 随着组织扁平化和团队作业

的普及化, 员工间的互依性日益增加, 知识分享

成为组织各项职能运行的重要条件(Wang, Tseng, 

& Yen, 2012)。实证研究表明, 知识分享能正向预

测团队创新、创造力(蔡亚华 , 贾良定 , 尤树洋 , 

2013; Zhang et al., 2011), 和团队绩效(孙锐, 陈国

权, 2012), 且与组织的创新、绩效和利润率正相关

(Bartol, Liu, Zeng, & Wu, 2009)。 

但是, 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企业

促进员工知识分享的措施却收效甚微(Connelly & 

Zweig, 2015)。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开始意识到, 知

识分享根本上是一种“人”的活动, 个人意愿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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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享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Gagné, 2009)。然而, 

研究者发现个体本能地倾向于藏匿和储存知识 , 

而不是分享自己知识 (Cabrera & Cabrera, 2002; 

Liu & DeFrank, 2013)。一方面, 知识分享需要分

享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 知识是

组织中个人竞争优势的来源, 分享知识意味着个

人优势的丧失(Renzl, 2008)。同时, 由于知识分享

的可见性和可量化性较低, 知识分享难以得到等

值的奖励。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知识分享的成本

远高于收益, 有悖于个人理性。社会困境研究者

指出, 如果所有员工都理性地不分享知识, 就可

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从而引发“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 (Cabrera & Cabrera, 2002; 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 Razmerita, Kirchner, & Nielsen, 

et al., 2016)。解决这个社会困境是促进员工知识

分享的关键。 

目前, 社会困境理论被广泛用于解释知识分

享过程中的障碍, 以及知识分享促进策略的中间

机 理 (Liu & DeFrank, 2013; 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 Razmerita et al., 2016; Pais & dos 

Santos, 2015)。但是, 已有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

仍然存在着不足。首先, 关于知识分享中社会困

境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特征的探索有限。目

前,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可知识分享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困境。但是, 对于知识分享社会困境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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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因、表现形式及其与其他形式社会困境的

异同, 已有的探讨仍然十分有限。有必要深入社

会困境理论, 挖掘知识分享过程中社会困境特殊

的内涵和表征。其次, 对知识分享社会困境解决

策略的研究较为缺乏。当前社会困境视角下知识

分享的相关研究, 仍集中于论证知识分享中社会

困境的存在性, 对解决策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

究相对较少。作为一个成熟的理论, 社会困境理

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广

泛关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针对社会困境提出

了应对策略(Wilkesmann, Wilkesmann, & Virgillito, 

2009)。有必要将这些多领域的研究引入知识分享

的研究中, 为推动知识分享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启

示。最后, 目前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理论探讨与

实证研究呈现分离的状态。尽管社会困境理论已

被普遍用于解释知识分享的相关机理, 但是关于

管理实践如何通过解决社会困境促进知识分享仍

然是未知的。要深入理解知识分享促进机理, 就

需要将社会困境理论与知识分享的实证研究结合

起来, 以全面揭示如何理解和破解知识分享的社

会困境影响个人知识分享的过程。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将从社会困境理论出发, 

分析知识分享中社会困境的内涵、形式和特征。

结合社会困境的应对策略, 总结和归纳解决知识

分享社会困境的对策。同时, 整合社会困境应对

策略和知识分享的实证研究, 全面揭示知识分享

管理实践如何通过解决社会困境促进知识分享的

过程。本文期望通过理论分析和整合, 为理解知

识分享的社会困境和推动知识分享管理实践提供

一定启示。 

2  知识分享的社会困境视角 

2.1  社会困境理论 

社会困境是指在相互依赖的情形下, 个体理

性化决策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一种情形(Van 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 陈晓萍, 2013)。

其前提是“理性人”假设, 即个体以最大化个人利

益为目标。社会困境理论认为在相互依赖的情境

中, 当个人自身选择利益最大化且预测他人将以

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 全体成员均选择自身利益

最大化策略可能导致集体境况的恶化。研究者将

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选择划分为合作策略和背叛

策略(Balliet & Ferris, 2013)。其中, 背叛策略是选

择最大化个人目标而无视集体目标的决策, 合作

策略是为最大化集体目标而牺牲个人目标的决

策。在缺乏惩罚背叛策略措施的情况下, 采用背

叛策略会使个人短期收益高于合作策略中的收

益。但是, 如果所有个体均选择背叛策略, 就会导

致集体境况恶化以及个人长期收益降低。相反 , 

如果个体均选择合作策略, 尽管短期收益或者单

次交易的收益水平较低, 但是长期收益水平将提

高(Van Lange et al., 2013)。贪婪和害怕是个人选

择背叛策略的深层次动机 (Barnes, Hollenbeck, 

Jundt, DeRue, & Harmon, 2011)。贪婪是指员工期

望自己不贡献而通过他人贡献获得最大收益。害

怕是指员工担心自己贡献而他人不贡献而致使自

身利益受损。在这两种心理的影响下, 个体普遍

选择背叛策略就会导致社会困境。  

社会困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 

社会困境是在互依的环境中产生的。社会困境产

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 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

影响其他人的决策和境况, 并且依据他人的反应

作出决策。在“理性人”假设下, 当个体预期自己和

他人均会采取背叛策略时, 才会导致集体的非理

性(Dorfman, Eyal, & Bereby-Meyer, 2014)。第二, 

对背叛策略惩罚的缺失是社会困境产生的重要条

件。社会困境是群体大多数成员选择个体理性的

结果, 这种群体非理性产生的重要条件是制度性

惩罚措施缺失。制度性惩罚措施的缺失降低了背

叛策略的成本, 强化了个人的自利倾向。第三, 社

会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冲突(Van 

Lange et al., 2013)。在背叛策略中, 个人能够最大

化短期收益, 却将损害集体利益。而在合作策略

中, 个人短期收益受损, 却利于集体利益。因此, 

从短期来看, 社会困境反映了个体与集体利益的

冲突。第四,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策略是合意的。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策略以集体和长期个人利益为

目标, 符合功利主义最大化大多数人福利的主旨

(Dorfman et al., 2014)。因此, 合作策略无疑是符

合亲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 

总体来说, 社会困境视角是对传统“理性人”

视角的发展, 将“理性人”假设置于相互依赖的情

境中, 探索个体“理性”对群体结果的影响。事实上, 

社会困境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用于解释个

体在面临个人与群体利益冲突时的抉择困境。研

究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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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对社会困境理论进行了发展。该理论也为

从更高层次理解人们面临的决策困境提供了启发

性的框架。 

2.2  知识分享的社会困境 

知识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整合结构化的经验、

价值观、情境信任和专业视角的流体” (Davenport 

& Prusak, 1998, p. 5)。在知识管理中, 分享知识是

实现知识在组织内流动和价值转化的前提。知识

分享是个体提供任务信息和经验帮助他人, 通过

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开发新想法和实施新流程

的过程。因此, 知识分享实质上是个体间相互交

换知识 , 共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Wang & Noe, 

2010)。知识分享既包括显性知识分享, 也包括隐

性知识分享。其中, 隐性知识分享难度更大, 也是

知识分享研究的主要对象(Wang & Noe, 2010)。在

组织中, 知识分享存在于组织、团队和个体等多

个层次。其中, 个体间的知识分享是最基本的单

元, 是团队和组织知识分享的基础。个体层次的

知识分享具有意向性、目标性和单方向性的特征, 

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决定行为(Gagné, 2009)。 

理性视角认为, 知识分享本质上是一种理性

行为, 个体只有在收益高于成本时, 才愿意分享

自己的知识(Cabrera, Collins, & Salgado, 2006)。但

是, 传统理性视角倾向于孤立地看待个人理性。

针对这一问题, Cabrera 和 Cabrera (2002)最早将社

会困境理论引入知识分享的研究, 用于解释知识

分享中存在的障碍。他们指出, 由于组织中的知

识通常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 因此, 知识分享就

可能产生公共物品普遍存在的社会困境 , 如“公

地悲剧”。首先, 个人对组织的知识没有所有权, 

不必对知识的供应和维护负责。在组织中, 知识

被默认为公有的财产, 个人无法直接从供给知识

中获得收益, 也不必承担供给或者维持知识的责

任。其次, 组织成员在获取知识方面享有同等的

权限, 而不考虑他们对知识的贡献。在这种情况

下, 员工的贪婪和害怕都会被放大。一方面, 员工

在贪婪的诱惑下, 希望尽可能多地利用公有的知

识。另一方面, 因为担心自己的知识被利用, 员工

会尽可能少分享自己的知识(Barnes et al., 2011)。

再次, 员工间的理性预期是相互的。知识分享中, 

员工不仅自己受到贪婪和害怕的驱使, 还会认为

其他人也受贪婪和害怕的驱动。当他们认为其他

人会尽可能利用公共知识且不分享自己的知识时, 

就有更强的动机选择背叛而不是合作策略。

Cabrera 和 Cabrera (2002)指出, 知识作为公共物

品最大的危险在于所有成员都能不考虑个人贡献

而从知识中获益。这就会鼓励员工耗竭式地利用

组织知识, 而不分享自己的知识, 导致社会困境。

再次 , 员工不分享知识不会遭受正式的惩罚

(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由于知识分享本

质上是一种自我决定行为, 组织难以规定惩罚员

工不分享知识的措施。最后, 知识分享策略是合

意的。知识分享作为一种合作策略, 有利于组织

各项职能的展开和绩效的提高, 符合群体和个人

的利益(Bartol et al., 2009)。综上所述, 知识分享

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 知识本身的特征加剧了知识

分享中的社会困境。首先, 知识的价值具有不可

衡量和不可量化的特征, 组织难以等量地奖励知

识分享行为(Wilkesmann et al., 2009)。由于知识分享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缺乏物质激励会大

大提高知识分享的成本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员

工更倾向于选择背叛策略。其次, 知识分享行为具

有低可见性, 不分享知识不会遭到惩罚。大部分

的知识, 尤其是隐性知识, 是无法观察和记录的

(Pais & dos Santos, 2015)。员工不分享知识不会受

到正式的惩罚。这就降低背叛策略的成本, 加剧了

社会困境。最后, 知识分享中合作策略的社会合

意性更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知识分享对组织

发展和各项职能的展开有积极的作用(Wang et al., 

2012), 符合组织和集体利益, 具有较高的社会合

意性。反过来, 基于知识的价值, 员工也更愿意通

过藏匿知识来保持个人优势(Park, Chae, & Choi, 

2017)。此时, 背叛策略对组织的损害也更大。 

总而言之, 知识分享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社会困境。社会困境理论对理解和解决知识分享

中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知识分享中的社会困境

与一般的社会困境有诸多相似, 但也有自己的特

点。知识本身的特性和价值加剧了知识分享中的

社会困境, 也增加了解决这种社会困境的难度。 

3  解决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对策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解决社会困境的

对策(Van Lange et al., 2013)。从社会困境背叛策

略的动机来看, 解决社会困境的核心是抑制贪婪

欲望/促进利他动机和降低风险/增加收益(Ba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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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1)。基于此, 研究者提出了应对社会困境

的三类对策, 即战略性对策、结构性对策和激励

性对策(Kollock, 1998)。首先, 战略性对策主要通

过第三方改变决策规则和收益结构, 在组织中主

要表现为提供奖励来改变行为的收益结构。例如, 

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措施, 奖励合作以及惩罚背叛

等(Barnes et al., 2011)。其次, 结构性对策的主要

目标是通过改变交换双方的关系来影响社会困境

中个人的收益和成本。例如, 改变交换双方的社

会网络结构, 提高个体间的互依性, 增加他们的

合作倾向。第三, 动机性对策旨在影响个人分配

自身和集体利益的相关动机。动机性方案的目的

在于, 通过激发个体与亲社会、合作和集体价值

有关的动机促使下属选择合作策略。 

Wilkesmann 等人(2009)系统地提出了解决知

识分享社会困境的战略性、结构性和动机性对策, 

并对其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 战略性对策

主要包括以重构个人知识分享收益结构为目标的

激励措施。这些对策包括以奖励合作和惩罚背叛

为目标的知识分享激励系统、以鼓励知识分享为

目标的社会认可系统, 以及将个人知识分享与组

织目标相结合的利润分享计划。Cabrera 和 Cabrera 

(2002)指出 , 重构收益结构的关键 , 一是增加合

作策略的收益, 二是将个人收益与集体收益相结

合。这就有利于个体将关注点从自我利益转移到

集体利益上, 提高个体的利他动机。同时, 奖励制

度增加了对知识分享的补偿, 降低了对潜在风险

的担心。其次, 结构性对策是指影响知识分享中

个体间互动方式的策略, 主要包括构建员工之间

的关系、社会网络结构和群体互动规范等。这些

结构性对策的关键在于建立知识分享的个体间互

依的关系或群体规范 , 从而为个体决策设定限

制。一方面, 互依性的关系增加了彼此的监督, 增

加了背叛的成本, 降低了个体背叛的可能性。另

一方面, 频繁的互动有利于建立互信互惠的关系, 

为相互沟通和交换提供了渠道。结构性对策区别

于战略性对策的关键在于, 结构性对策面向个体

间的关系, 而战略性策略旨在改变个体与组织间

的关系。第三, 动机性对策是指包括提高效能感、

构建群体身份和强化责任感在内的所有以改变员

工知识分享动机为目标的措施。与战略性和结构

性对策不同, 动机性对策侧重于影响员工的心理

层面。以增加员工的效能感为目标的措施, 目的

在于提高员工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和在组织中价值

的感知, 增强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和知识分享的

义务感。构建群体身份则能够增进员工之间的相

互了解和对群体利益的承诺, 提高责任感能够强

化员工对知识分享的认同。这些都有利于强化员

工知识分享的动机。 

社会困境的解决对策, 为深入探索如何解决

知识分享中的社会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总结已

有的研究, 应对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对策主要包

括战略性、结构性和动机性三种对策。这些对策

都期望对社会困境中的个人选择进行限制, 通过

抑制贪婪欲望/促进利他动机和降低风险/增加收

益来解决社会困境。因此, 本文认为抑制贪婪欲

望/促进利他动机、降低风险/增加收益可能是解决

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两大心理机制。 

3.1  战略性对策 

从定义来看, 战略性对策主要是从制度上改

变个体知识分享的收益结构, 我们将组织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组织文化和氛围、激励措施和奖励

等管理措施视作一种广义的制度因素将个体收益

与集体收益相连接。 

(1)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织的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会直接作用于解决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三

种策略 , 对知识分享意愿有重要的影响(Camelo- 

Ordaz, García-Cruz, Sousa-Ginel, & Valle-Cabrera, 

2011)。研究发现, 组织通过选拔与组织价值观一

致的员工(Aklamanu, Degbey, & Tarba, 2016); 多

元化管理(Shen, Tang, & D'Netto, 2014); 改进工作

设 计 (Gagné, 2009); 增 加 对 员 工 的 培 训 密 度

(Kuvaas, Buch, & Dysvik, 2012); 鼓励员工参与决

策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非正式会议等

(Caimo & Lomi, 2015), 能够改变个体的收益结构, 

建立有利于知识分享的组织氛围(Wang, Noe, & 

Wang, 2014), 增强员工之间的沟通、互信和互惠, 

提高员工的内在动机和对组织的认同感, 从而促

进员工的知识分享。例如, Collins 和 Smith (2006)

对 136 家技术公司的研究发现, 高承诺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能够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 包括信

任、合作和共享语言和编码, 促进员工的支持分

享。Aklamanu 等人(2016)发现, 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能够通过增加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来促进知识

分享。Liu 和 Liu (2011)发现,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能够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促进员工的知识分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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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amelo-Ordaz 等人(2011)发现, 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能够强化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 从而提高

他们知识分享的意愿。因此,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会对组织奖励和文化、群体关系和互动, 以及员

工个人动机产生深刻的影响。 

(2) 组织文化和氛围。组织文化和氛围是所

有成员共享的感知、观点和实践, 提供了行为合

意性(behavioral desirability)的合法信息, 对员工

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Mueller, 2014)。研究表明, 

强调个人竞争的文化会给知识分享造成障碍(He, 

Baruch, & Lin, 2014), 而强调合作和创新的企业

文化则有利于促进组织成员间的知识分享(Bock, 

Zmud, Kim, & Lee, 2005)。在众多的组织氛围中, 

信任和创新是受到关注最多的两个维度。在信任

程度较高的环境中, 员工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地沟

通, 并且愿意承担知识分享的风险(Shih, Chiang, 

& Chen, 2012)。孙锐和陈国权(2012)研究发现, 充

满信任、合作和共享的语言的社会氛围, 对员工

的知识分享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创新氛围较高的

团队强调学习、开放性的信息流动和理性的冒险, 

鼓励员工寻求新的想法和创造新知识(李燕萍, 刘

宗华, 林叶, 2016)。因此, 鼓励知识分享的组织文

化或氛围对知识分享的奖励和认可, 降低了知识

分享的成本。同时, 这种组织文化或氛围作为共

享的规范(孙锐, 陈国权, 2012), 传达了知识分享

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

的自利倾向。 

(3) 激励措施(incentives)和奖励。在众多战略

性策略中, 激励措施和奖励得到了最多的关注。

Siemsen, Balasubramanian 和 Roth (2007)研究表明, 

基于个体和团队的激励措施都有利于促进团队的

知识分享和合作行为。其中, 团队导向的激励结

构有利于将个人与集体收益结合起来, 从而解决

知识分享的社会困境。然而, 也有研究表明, 有形

激励措施可能对知识分享具有消极作用(Bock et 

al., 2005), 竞争性的奖励系统可能减少员工的知

识分享。Chang, Yeh 和 Yeh (2007)的研究也表明, 

基于结果的奖励和薪酬并不会带来个人知识分享

努力的增加。Siemsen 等人(2007)研究发现, 团队

奖励的有效性存在一定条件。只有当团队奖励措

施能够促进个人奖励增加时, 员工才会乐于分享

自己的知识。Wang 等人(2014)发现, 组织奖励的

激励作用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总的来说, 激

励性措施和奖励期望通过增加相关收益, 让个人

知识分享的收益超过成本, 降低了知识分享的风

险(Barnes et al., 2011)。另一方面, 团队导向的激

励能够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 有效地

抑制了个人的自利动机。 

3.2  结构性对策 

结构性对策是影响知识分享中个体间关系的

要素 , 具体包括群体结构特征 (如团队特征、规

模)、团队领导和团队社会关系。 

(1) 团队特征。团队构成和团队规模是影响

知识分享两个重要的团队特征。研究发现团队成

立的时间越长, 团队的凝聚力越高, 员工更愿意

分享各自的知识(Gilson, Lim, Luciano, & Choi, 

2013)。同时, 团队成员信息多元化和社会属性多

元化都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知识分享(刘宁, 贾俊

生, 2012)。基于相似-吸引范式, 女性成员比例较

高的研发团队, 员工之间的知识分享也更多。此

外, 团队规模会显著影响团队成员在社会困境中

的决策。一般来说, 规模较小的团队中, 知识分享

的成本较低 , 并且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相互监督 , 

员工选择背叛策略的可能性也较低。但是, 随着

团队规模扩大, 直接沟通更为困难, 对知识分享

的监控成本也增加, 可能滋生员工的“搭便车”行

为。大量的实验和实地研究表明团队规模与知识

分享之间关系显著(Wilkesmann et al., 2009)。归根

结底, 团队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团队成员间的关系

和互动。团队成员间良好的互动和沟通降低了知

识分享的成本, 增加了员工对集体目标的认同感, 

抑制了他们的自利动机。 

(2) 群体规范。规范是指团队成员经过长期

交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已有的研究表

明, 公平、互惠、创新、合作的群体规范(Tjosvold, 

Yu, & Wu, 2009), 有利于建立充满归属感、信任、

心理安全的人际关系(孙锐, 陈国权, 2012), 从而

促进知识分享(钟竞, 罗瑾琏, 韩杨, 2015)。He 等

人(2014)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对知识分享具有积极

的预测作用。针对知识分享社会困境, 群体规范

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充满信任和互惠的人际关

系。信任有利于降低知识分享的成本, 减少个人

对风险的担心。彼此信任的双方更加愿意分享和

接受他人的知识(Connelly & Zweig, 2015; Zhang, 

Jiang, Wu, & Li, in press)。互惠增加了员工知识分

享回报的预期 , 减少了知识分享的成本和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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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提高个人知识分享意愿(Caimo & Lomi, 

2015)。因此, 群体规范明确了团队成员人际交往

规范, 提高了知识分享收益的可预见性, 大大降

低了知识分享的成本。同时, 群体规范有助于建

立互依和互惠的关系 , 增加了自利行为的风险 , 

能够有效抑制自利行为。 

(3) 群体领导。Srivastava, Bartol 和 Locke 

(2006)指出知识分享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 群体领

导在促进知识分享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研究发现, 授权型领导(Srivastava et al., 2006; 张

亚军 , 张金隆 , 张千帆 , 张军伟 , 2015)和变革型

领导 (Dong, Bartol, Zhang, & Li, 2017; Liu & 

DeFrank, 2013)对知识分享具有积极影响, 而威权

领导对知识分享具有消极的影响 (Zhang et al., 

2011; 张亚军等, 2015)。具体的, Srivastava 等人

(2006)研究发现 , 授权型领导能够通过鼓励公开

的沟通促进下属的知识分享。Dong 等人(2017)指

出, 变革型领导会通过建立群体共享的目标促进

知识分享。Shih 等人(2012)发现, 变革型领导能够

通过构建团队内部信任氛围, 促进员工的知识分

享行为。Liu 和 DeFrank (2013)研究发现, 变革型

领导能够通过减少员工的自利动机来促进他们的

知识分享。因此, 领导作为组织合法的角色模型

和团队管理者, 能够通过影响群体规范、人际关

系和个人动机, 引导员工在知识分享的社会困境

中选择合作策略。 

(4) 社会网络。知识分享依赖于人际关系, 需

要借由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社会网

络是知识分享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概念。社会

网络的视角主要关注网络中关系的内容和结构对

个人知识分享的影响。内容视角认为, 员工的社

会网络能够为个人的知识分享提供渠道和途径

(蔡亚华等, 2013; Caimo & Lomi, 2015), 有利于促

进知识分享和提高所分享知识的质量(Zhang et al., 

in press)。例如, 虚拟社区中个人与其他成员之间

的关系能正向预测他们知识分享的数量和质量

(Hwang, Singh, & Argote, 2015)。结构视角发现, 

个人社会网络范围、社会网络密度 (蔡亚华等 , 

2013)、关系强度、结构洞和网络中心度(周志民, 

张江乐, 熊义萍, 2014)都对知识分享具有重要的

影响。其中, 强关系中频繁和亲密的互动, 有利于

促进复杂知识的分享; 弱关系则有利于促进简单

和显性知识的分享。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为知识分

享提供了充足的渠道和来源(蔡亚华等, 2013)。社

会网络中较多的结构洞有利于减少知识冗余, 提

高所分享知识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处于网络中心

地位的员工, 能够获得更多不同的知识, 同时也

便于分享自己的知识(周志民等, 2014)。Reinholt, 

Pedersen 和 Foss (2011)研究发现, 处于网络中心

地位的员工在同时拥有自主激励和分享能力时 , 

获取和提供知识的水平是最高的。对于知识分享

的社会困境而言, 社会网络塑造了员工间的关系

结构, 增加了员工间的信息互换, 提高他人行为的

可预见性, 降低了知识分享的风险(Caimo & Lomi, 

2015)。另一方面, 复杂和交错的社会网络同时也

会增加个体间的互依性, 加强对个人自利行为的

监督和惩罚, 能够显著抑制个人的自利动机。 

3.3  动机性对策 

动机性对策是与个人知识分享意愿和动机直

接相关的各种因素, 主要包括人格特质、个体能

力、工作态度和内在/自主动机等。 

(1) 人格特征。人格是个体稳定的认知和行

为倾向。与主动性、开放性和亲社会有关的人格

特质 , 对知识分享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Matzler, 

Renzl, Mooradian, von Krogh, & Mueller, 2011)。这

是因为, 在知识分享社会困境中, 这些员工往往

较少考虑个人得失, 更多关注工作本身和组织的

利益, 因而分享知识的意愿更高。实证研究表明, 

具有主动性人格(张振刚, 余传鹏, 李云健, 2016)、

经验开放性(Cabrera et al., 2006)、外倾性(周志民

等, 2014)、亲和力、责任心(Wang et al., 2014)的员

工知识分享意愿也更高。人格特征反映了个人在

感知行为风险, 以及在分配个人和集体利益方面

的倾向。具有主动性、开放性和责任心的个体, 对

知识分享风险的敏感度更低。即使在风险较高的

情况下, 也更愿意分享知识。具有亲社会人格的

个体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会自发地减少

自利行为。因此, 人格特征会通过减少感知的风

险和抑制自利动机, 影响知识分享行为。 

(2) 个体能力。知识分享很大程度上受到员

工利用和分享知识的能力的限制。研究发现, 自

我效能感高的员工有更高的知识分享责任感, 也

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Liu & Liu, 2011)。随着主

动行为研究的展开, 研究者开始关注员工超出工

作要求的自我效能感 , 即角色宽度效能感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由于知识分享本身并不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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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的范围内, 需要员工具备在工作之外承担

任务和人际角色能力的信心。Cabrera 等人(2006)

的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角色

宽度效能仍然能够显著预测员工的知识分享意

愿。这也表明, 当具备超出工作要求的工作和人

际能力时, 员工更有意愿和能力承担知识分享的

风险。因此, 增强员工对自身专业技能和沟通能

力的信心, 能够极大地降低他们对知识分享风险

的畏惧, 并减少他们在知识分享中的自利倾向。 

(3) 个人态度。组织能够通过让员工产生对

知识分享的积极态度来促进他们的知识分享。个

人态度对行为合意性和结果的积极预期, 是行为

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Park et al., 2017)。Bock 等人

(2005)研究发现 , 员工积极的态度对知识分享意

愿和行为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具体的, 个人对知

识的心理所有权(Wang & Noe, 2010)、情感承诺

(Camelo-Ordaz et al., 2011)、地位感知(胡琼晶, 谢

小云, 2015)和组织承诺(Matzler et al., 2011)等, 均

为知识分享重要的预测变量。个人对知识分享行

为的积极态度会降低他们对风险的感知。他们对

组织的积极态度, 会增加他们对组织目标的认同, 

减少采取自利行为的可能。 

(4) 内在/自主动机。知识分享本质上是一种

自主决定行为, 受到个体内在和自主动机的影响

(Gagné, 2009)。Bock 等人(2005)通过实地调查发

现, 内在动机是影响员工知识分享的重要因素。

Minbaeva 等人(2012)对丹麦 3 家跨国公司 811 名

员工的研究也表明, 内在动机对知识分享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Wilkesmann 等人(2009)的研究

则直接支持了内在动机在解决知识分享“搭便车”

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研究者进一步将

内在动机拓宽到了自主动机。Reinholt 等人(2011)

的实证研究表明, 自主动机高的员工乐于分享知

识帮助有需要的同事。总体来说, 内在动机和自

主动机源于对行动本身的内化, 模糊了个人与集

体目标之间的界限。内在动机和自主动机高的员

工对集体利益的赋值更高 , 自利行为的倾向较

低。同时, 对内在动机高的员工来说, 知识分享本

身充满了乐趣, 他们不会计较知识分享过程中的

损失(Wilkesmann et al., 2009), 感知到的知识分

享风险也更低。 

3.4  边界条件 

知识本身的特征是影响知识分享的重要因

素。已有的研究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知识分享的划

分, 但实证研究中并未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研

究者普遍认为隐性知识分享的难度更大, 更可能

受到社会困境的影响 (Cabrera & Cabrera, 2002; 

Gilson et al., 2013)。因此, 解决社会困境的机制可

能对于隐性知识分享更为有效。本文认为知识特

征会调节破解社会困境两种心理机制对知识分享

意愿的促进作用。其中, 相比显性知识分享, 在隐

性知识分享过程中, 两种心理机制对知识分享意

愿的作用可能更加显著。 

4  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将在知识分享社会困境及其破解对策分

析的基础上, 结合已有研究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

向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 , 社会困境理论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 , 

是理解知识分享困境和推动知识分享研究的重要

理论框架(Cabrera & Cabrera, 2002)。在管理领域, 

研究者对“如何促进员工分享知识”这个问题进行

了多年的探索, 也从不同学科和视角提出了多种

策略。但是, 研究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员工本

能地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Liu & DeFrank, 2013)。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不一致是知识分享的最

大障碍。理解并解决这种不一致, 让个人与集体

利益从对立走到一致, 是知识分享困局的重要突

破口。总体而言, 社会困境的视角, 更为鲜明和集

中地描述了员工知识分享主要的障碍。该理论为

划分和整合促进知识分享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框架

(Wilkesmann et al., 2009), 为解释和促进员工知

识分享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Cabrera & 

Cabrera, 2002)。未来的研究应当重视社会困境的

理论视角, 深入分析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实质和

内涵, 并运用社会困境理论分析管理实践促进知

识分享的内在机理。同时, 研究者可以将社会困

境视角与知识分享研究中其他的理论视角结合起

来, 更全面地揭示员工知识分享的发生过程和内

在逻辑。 

其次, 基于社会困境理论提出的促使知识分

享的对策和措施及其作用机理, 应当得到更多实

证研究的关注和验证 (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在已有的研究中, 社会困境视角在知识分

享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其应对策略的作

用过程也被用于解释各种实践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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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 DeFrank, 2013)。但是, 这些对策和措施影

响知识分享的内在机理, 却很少得到实证研究的

直接支持(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目前的

研究没有直接分析和解决知识分享过程中的社会

困境问题, 对于不同机理在减少知识分享“困境”

和增加知识分享中的作用也没有进行区分和整

合。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 抑制自利动机/提高

利他动机和降低风险 /增加收益是各项策略促进

破解知识分享“困境”的中间机理。但是, 该设想尚

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

步探讨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破解的具体过程和内在

机理, 运用实验和实地的研究验证这些促进策略, 

并解释其内在机理。 

再次, 由于知识分享中的社会困境发生在组

织情境中, 需要充分考虑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特

殊性。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困境, 有着严格的前提

条件和情境设定, 具有环境纯净的特点。但是, 知

识分享中的社会困境与严格意义的社会困境具有

一定差异, 其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也需要充分考

虑组织环境的特殊性。Lu, Leung 和 Koch (2006)

指出, 组织情境下的知识分享并不是一种纯粹的

社会困境, 相比严格条件下社会困境的无限制性, 

组织情境下的知识分享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组

织文化、组织结构、信息系统、奖励系统、领导

和人际关系等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个人在知

识分享中的决策。这些外部情境会限制个人在知

识分享中的利己决策 , 促使他们采取合作策略

(Maciejovsky & Budescu, 2013)。因此, 运用社会

困境理论分析和解释知识分享管理实践时, 还需

要充分考虑组织环境的特征。同时, 各项管理实

践影响知识分享困境的过程, 也可能受到多种情

境因素的制约。未来的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

各项实践有效的边界条件。 

最后, 国内关于破解知识分享社会困境的研

究, 需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和情境的特点 (Chen, 

Tjosvold, Li, Fu, & Liu, 2011)。首先, 知识分享可

能受到文化情境的影响。Lu 等人(2006)指出, 知

识分享的内容和形式受到具体文化情境的影响 , 

知识分享社会困境出现的概率在不同社会中也是

有差异的。文化情境可能是影响知识分享和知识

分享社会困境解决的重要因素。其次, 解决知识

分享社会困境的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是不

同的。中国文化具有关系主义和层级主义特征 , 

注重人际互惠和关系和谐, 强调对权威的尊重和

服从(Tjosvold et al., 2009)。因此, 在中国情境下, 

人际关系在知识分享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集体主

义导向也是协调个人和集体关系(Chen et al., 2011)

的重要因素。未来本土的知识分享研究应当充分

挖掘组织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对破解知识分享困

境的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具有更

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 在规范群体互动和影响

下属动机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Zhang et al., 

2011)。最后, 了解员工知识分享的阻力和解决对

策, 需要考虑中国情境特有的文化因素, 如面子

等。面子作为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现象, 对员工

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Wang 和 Noe 

(2010)指出 , 担心他人的评价会阻碍员工分享知

识。因此, 重视面子的员工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人

质疑自己知识的准确性而不愿意分享知识。但是, 

面子还隐含了互惠的需要和对未来回报的期望。

重视面子的员工即使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 也

会碍于面子而不得不分享自己的知识。未来的研

究可以结合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深入理解影响

员工知识分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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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are or not to share: Knowledge sharing in a social dilemma perspective 

LU Xinxin1; TU Yidong2 
(1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sharing is typical public goods social dilemma, employees in organizations have to 

face to the cooperative game of knowledge sharing.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dearth of researc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solu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dilemma of knowledge sharing. To 

address the problem, relying on social dilemma theory, we intend to illustrate connot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social dilemma inherent in knowledge sharing. Meanwhile, combining with research 

on social dilemma and knowledge sharing, we propose and classify three tactics to social dilemma of 

knowledge sharing, including strategic tactics, structural tactics and motivational tactics. We further 

integrate extant practices for facilitat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clar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which they can help solve social dilemma of knowledge shar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social dilemma of knowledge sharing. 

Key words: knowledge sharing; social dilemma; strategic tactics; structural tactics; motivational tactics 

 

 


